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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地区创新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

彭　向　蒋传海

摘　要　本文利用我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３０个地区２１个工业行

业数据，实证检验区域内知识溢出和企业竞争对地区产业创新的影

响。区域内知识溢出包括产业内知识溢出 （ＭＡＲ外部性）和产业间

知识溢出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两类，本文对后者从产业多样性与产业

互补性两方面进行刻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对产业间关联

程度差异的忽视。此外，我们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有利于

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 ＭＡＲ外部性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

我国地区产业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不同：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性中的产业互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大，它大约为产业多样性或

产业内 ＭＡＲ外部性作用的两倍；区域内企业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显

著为负。

　　关键词　集聚，知识溢出，创新

一、引　　言

创新产出的地区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以美国为例，１９８２年美国

绝大多数创新发生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与新英格兰州，而中西

部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怀俄明等州的创新产出为零；在意大利，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其创新产出的８０％以上都集中在北部地区，其中又以米兰、都

灵等大都市创新产出最多；同样，在瑞典，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接近半数的专利

创新都集中于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三大都市。１从我国情况来看，通



９１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０卷

过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３０个省市地区２１个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的年均值２进行

初步统计，图１显示，我国创新产出的地区差异也非常显著，绝大部分创新

活动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五省市的创新

产出占到全国总创新产出的约５５．７％，而在创新活力最弱的西北部地区，贵

州、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海南八省的创新产出占全国

总创新产出不及１．６％。

图１　我国各省份创新产出总量变化分布图 （单位：亿元）

２ “新产品产值”的数据来源与处理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３ ＶｏｎＨｉｐｐｅｌ（１９９４）将那些高度复杂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知识定义为“粘性知识”（Ｓｔｉｃｋ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４ Ｎ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２）以及Ｐａｖｉｔｔ（１９８７）等人指出，对知识的学习和吸收，需要通过员工之间面对面

的频繁交流和接触才能被逐渐吸收和掌握，产业集聚为这种知识传播方式提供了便利；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８８）

指出，尤其对于生命早期阶段的知识，它们处于高度复杂、不断变化的形成过程中，孕育着巨大的创新机

会，正是这类知识的传播和使用是创新成功的关键，而产业集聚为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创新产出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地区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禀赋、

历史条件、人力资本积累、当地市场需求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从集聚经

济和外部性的研究视角来看，产业集聚是导致创新产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根据 ＶｏｎＨｉｐｐｅｌ、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等人的知识溢出与创新的空间分布理

论，由于知识和技术在空间的传播时滞以及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的衰减和扭曲，

知识溢出具有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性。尤其对于那些难以被编码的粘性知

识３而言，距离成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阻碍。正因为知识溢出存在空间局限性，

产业集聚为此提供了便利。４集聚区内丰富的知识溢出不但降低了创新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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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复杂性，而且日益累积的公共知识池也为后续创新带来了更多机会

（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Ｓｗａｎｎ，１９９８）。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将该机制描述为，大量

来自相同或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汇聚到同一地理空间，营造出知识在人与人

之间迅速传递的创新环境，从而促进当地产业创新。因此，产业集聚通过促

进区域内的知识溢出进而推动了当地产业创新，各地创新产出也因产业集聚

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虽然学术界广泛认同产业集聚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但是何种类型的产业

集聚是推动地区创新主要原因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知

识溢出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隶属同一产业的企业集

聚，即专业化生产有助于地区产业创新，由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ｒｒｏｗ和Ｒｏｍｅｒ是

该观点的主要提出者和发展者，因此又被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称为 “ＭＡＲ

外部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认为正是那些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经济个体之间互补

知识的交流、差异化思维的碰撞，产生了更多的创新回报，因此隶属于不同

产业的企业集聚，即多样化生产有利于地区产业创新，该观点由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提出，因此又被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称为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事实

上，ＭＡＲ外部性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的差异还体现在市场结构与地区创新

的关系上。ＭＡＲ外部性理论认为，由于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外部性，使企业

私人研发投入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而垄断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占有其创新成

果，将知识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垄断比竞争更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则认为，企业数目的增多不但能加剧现有企业的创新竞

争，促使企业不断推陈出新，而且激烈的竞争环境还使得在特定领域有专长

的新企业更容易进入，增进区域内公共知识池的积累，因此企业竞争更能推

动地区产业创新。上述理论的分歧，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实证检验，下文将对

此展开述评。

对中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开始成

为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那么，对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引

擎的工业行业，其当前技术创新的地区分布状况如何？产业集聚对我国地区

创新有何影响？如果有，那么，是专业化还是多样性更有利于地区创新？区

域内的企业竞争对我国地区产业创新又有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利用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我国内地３０个省份 （西藏除外）２１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上述问

题进行研究。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经验文献进行简要回

顾，并阐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简要描述我国当前制造业创新的空

间分布状况；第四部分实证研究专业化、多样性以及企业竞争对我国区域产

业创新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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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 献 述 评

产业集聚与知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激发了许多学者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

的兴趣，总体来看，这些经验研究大致遵循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研究思路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背景，认为既然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创新，而创新又能促

进地区经济增长，那么通过间接研究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便

能检验知识外部性的存在以及企业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大量文献由此思路展

开，然而研究结论各异。在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的经典文献中，作者使用

美国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８７年１７０个城市６大产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多样化生产和企

业竞争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从而验证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而专业化生产

即 ＭＡＲ外部性则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为负。另一篇著名文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犲狋

犪犾． （１９９５）使用美国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８７年２２４个主要都市区的数据，分别对美

国五大传统制造业和三大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更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在成熟

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存在 ＭＡＲ外部性，但不存在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而在高技

术产业中两种外部性同时存在。此后，众多学者对各国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

了检验，例如ＣａｉｎｅｌｌｉａｎｄＬｅｏｎｃｉｎｉ（１９９９）对意大利１９６１—１９９１年间９２个

地区１６个产业的数据研究表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但是ＭＡＲ外部性却随着时间的变化存在不稳定性；ＤｅＬｕｃｉｏａ犲狋犪犾

（２００２）对西班牙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间２６个制造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ＭＡＲ外

部性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是 “Ｕ”形的，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则不显著。相似的研

究也分别围绕法国 （Ｃｏｍｂｅｓ，２０００）、意大利 （ＦｏｒｎｉａｎｄＰａｂａ，２００２；

Ｃａｐｅｌｌｏ，２００２；Ｄｅｉｄｄａ犲狋犪犾，２００２）、荷兰 （Ｓｏｅｓｔ犲狋犪犾，２００２）和美国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３；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等展开。

另一条研究思路，也是更为近期的研究，以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ｔ等人

为代表，开始直接检验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由于该类研究

直接以创新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使得集聚区内知识溢出的作用更加旗帜鲜

明，然而采用这一思路的文献较少，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

ｄｒｅｔｓｃｈｔ（１９９９）使用美国ＳＢＩＤＢ （小企业管理创新数据库）数据资料，包含

１９８２年美国以 “城市×产业”为观测单元的３９６９项产品创新数据，研究发

现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 ＭＡＲ外部性对创新的影响为

负。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Ｓｗａｎｎ （１９９８）利用英国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间２４８个制造业企业

的创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与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ｔ（１９９９）刚好相反的

结论：研究支持了 ＭＡＲ外部性，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不显著。ＰａｃｉａｎｄＵｓａｉ

（１９９９）对意大利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间２９２个地区８５个产业，共２４８２０个样本的

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外部性对创新都具有显著促进效应。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犲狋犪犾．

（２００５）对瑞典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全国１００个区域的专利数据研究，也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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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外部性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地区创新的推动。

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检验基本都可归入第一条研究思路，聚焦

于探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事实上，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的关系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的课题，从生产供给角度，经济活动集聚能够通过

降低运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以及产生知识外部性等途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对前两种途径的研究成果颇丰，近期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范剑勇和

朱国林 （２００２）、梁琦 （２００４）、范剑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金煜等 （２００６）、章

元和刘修岩 （２００８），还有一些文献从市场需求角度探讨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

长差异的原因，如刘修岩等 （２００７）、黄玖立和黄俊立 （２００８）等。而与本文

密切相关，关注产业集聚所引致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不多，

研究结论也具有很大差异。一些研究表明 ＭＡＲ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

响为负，企业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地区经济

增长的影响或者显著为正 （Ｂａｔｉｓｓｅ，２００２），或者存在 Ｕ形函数关系 （薄文

广，２００７），或者不显著 （Ｇａｏ，２００４）。一些文献则发现 ＭＡＲ外部性和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张卉等，２００７；石灵云和

刘修岩，２００８）。此外，范剑勇和石灵云 （２００８）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关联

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为正，但产业内集聚远高于关联产业集聚；

石灵云等 （２００７）研究则表明，从静态角度，ＭＡＲ外部性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

都促进了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从动态角度，ＭＡＲ外部性阻碍了地区经

济增长，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则不显著。然而遗憾的是，从现有文献来看，从第

二条研究思路出发，直接探讨产业集聚与我国地区产业创新关系的研究，由

于各种条件限制 （如缺少分地区分产业层面的创新数据）至今尚未展开。本

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便是基于Ｆｅｌｄｍａｎ等人的研究思路，对我国经济发

展过程中产业集聚与地区产业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从上述文献综述不难发现，其研究结论相当混杂，这一方面与数据样本

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研究设计也是重要原因。在正式进入研究之前，本文首

先归纳了现有经验研究的几大差异性，以利于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第一，

外部性度量的差异。由于知识溢出无影无形，如何正确测度外部性一直是经

济学者面临的重要难题。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学者们普遍采用地方专业化

指数来衡量 ＭＡＲ外部性 （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９２；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ＰａｃｉａｎｄＵｓａｉ，１９９９；Ｂａｔｉｓｓｅ，２００２等），但是对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的测度

一直存在疑义。对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测度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借用市场结构理论

中的Ｈｅｒｆｉｎｄｈａｌ集中性指数的倒数 （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９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

１９９５；Ｃｏｍｂｅｓ，２０００；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７等），少量文献还使用基尼

系数的倒数来衡量 （ＰａｃｉａｎｄＵｓａｉ，１９９９）。但是该指数的重要缺陷在于完全

没有考虑产业间互补程度的差异，而隐含假设所有产业都具有相同的关联强

度 （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Ｓｗａｎｎ，１９９８等），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与该方法不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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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调互补性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ｔ（１９９９）依据耶

鲁大学对Ｒ＆Ｄ经理人的调查报告将所有产业划分为六大基于同一科学基础的

产业群族，然后对同一群族内的产业，按照测度 ＭＡＲ外部性相类似的方法，

建立了多样性指数来度量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该方法也被一些学者借鉴使用，但

是该指数一方面仅在严格划分的产业群族内考虑知识溢出效应，彻底割裂了

群族外产业对群族内产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仍假设群族内产业具有均等的互

补关联强度，这与现实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第二，对创新产出水平度量的差

异。已有文献中，许多学者采用专利量来衡量创新水平 （例如ＰａｃｉａｎｄＵｓａｉ，

１９９９；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５），但是专利是否适合衡量创新产出，学术界一

直存在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创新都会申请专利，另一方

面它隐含假设每个专利创新对经济的影响都是等同的 （Ｐａｋｅｓａｎｄ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８４；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９０等）。正因此，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Ｓｗａｎｎ （１９９８）以及Ｆｅｌｄ

ｍａｎａｎ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ｔ（１９９９）采用的是比较能全面反映创新成果的新产品开发

项目数，但该指标仍然存在着与专利类似的缺陷，即不能反映项目的异质性。

第三，内生性问题。由于产业创新过程对基础研究的依赖性和创新的累积性

特征，创新产出的当前水平可能会依赖其前期的创新成果，从而产生内生性

问题。然而，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例如 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

ｄｒｅｔｓｃｈｔ，１９９９；Ｐａｃｉａｎｄ Ｕｓａｉ，１９９９ 等），值得一提的是，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

Ｓｗａｎｎ （１９９８）关注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其解决方式比较粗糙，只是

通过引入样本前期的创新历史 （包括添加是否曾经有过创新的哑变量以及创

新累积变量）以进一步控制个体间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来加以缓解。

５ 详细测度方法见论文第四部分以及附录。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

与区域产业创新关系进行初次实证检验，并且从以下三方面改进了研究设计：

（１）外部性度量方面，为了克服以往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设计了多样性指

数和互补性指数来共同刻画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其中多样性指数沿用了传统的

Ｈｅｒｆｉｎｄｈａｌ集中性指数的倒数来衡量，互补性指数则首先依据我国投入产出

表，对每个样本产业，为其他产业赋予代表该产业与样本产业关联强度的权

重５，然后结合Ｇｌａｅ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测度 ＭＡＲ外部性相类似的方法进行测

算。对于某个样本产业而言，多样性指数反映了该地区其他产业的分散程度，

即描述了产业的多样性，而互补性指数则进一步刻画了其他产业与该样本产

业的关联强度，因此结合二者更全面地刻画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２）创新水平度

量方面，本文采用新产品产值来衡量创新产出，与专利个数、新产品项目开

发数等指标相比，新产品产值实际是以每个创新的市场价值为权重的加权和，

它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创新的数量和质量，但仍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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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新产品创新过程中也包含了对生产工艺的改进，但该指标不能全面包

括工艺创新。（３）考虑到创新产出的当前水平依赖前期水平可能导致的内生

性，本文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来解决其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到

的回归结果更加稳健。

６ 依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分类，选择２１个行业分类前后变化不大的二位数工业行业，这些行业

及其对应的分类号分别为：食品加工业（１３）；食品制造业（１４）；饮料制造业（１５）；烟草加工业（１６）；纺织业

（１７）；造纸及纸制品业（２２）；石油加工及炼焦业（２５）；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６）；医药制造业（２７）；

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３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３２）；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３３）；金属制品业（３４）；普通机械制造业（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７）；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３９）；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４０）；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４１）；电力蒸汽热

水生产供应业（４４）。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２１个行业中前２０个行业都属于

Ｃ门类“制造业”，最后一个行业属于Ｄ门类“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鉴于该行业与制造业联系

非常紧密，且行业数据齐备，本文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总体来看，制造业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
７ 由于国家统计局未统计２００４年度新产品产值，故以下的分析都没有包括该年度数据。

三、中国工业创新的地区分布

本文采用新产品产值衡量创新产出，创新数据涉及内地３０个省、市、自

治区 （西藏除外）２１个二位数工业行业。６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

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该数据库包括了全部国有企

业以及所有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数据７，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对

该数据库企业数据的加总整理。

我们对数据库中２１个二位数工业行业的新产品产值在各地区的分布进行

了初步统计，所有数据均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为以１９９９年不变价格

表示的量，各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均来自相应年度的 《中国统计年鉴》。

图２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各年我国内地各省２１个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总量分

布图。

图２　我国内地各省份２１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总量分布图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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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总量上地区差异显著，并且随时

间推移，呈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 “马太效应”。我国制造业创新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东南沿海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

五省市最具创新活力；北部沿海的北京、天津，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以及

西南地区的重庆和四川也表现出较大的创新潜力；其他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

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黄河中游的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地

创新产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先期最具创新活力的五省市

优势更加凸显，北京和天津也开始加入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阵营，这些地区

的创新总量远高于其他省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以及西南地区的重庆和

四川等少数几个省市创新处于中等水平；而先期创新薄弱的西北和黄河中游

地区数十个省份由于创新增速十分缓慢，创新产出相对其他地区变得更低了。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国制造业创新总量在地区分布上存在严重的两级分化现

象，并且这种两级分化现象在不断加剧。

８ 见Ａｕｄｒｅｃｈｔａｎｄ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６）注释４。

事实上，如果仅简单比较地区间创新产出的绝对量，就会忽略了这样一

个事实：一些地区的产业规模比其他地区大，相应的创新产出理应更多。８因

此比较地区间创新水平差异，有必要剔除地区产业规模的影响，这可以通过

比较各地区单位就业人口创新或单位生产产值创新来实现。考虑到我国特殊

的户籍制度，各地工业行业就业人口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当地的就业水平，

本文采用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地区相对创新水平。

图３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各年我国内地各地区２１个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占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分布图。

图３　我国内地各省份２１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新产品产值

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布图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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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显示，即使控制了地区产业规模，我国各省市地区创新水平的地区

差异也很明显，但地区排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北京、天津、吉林和重庆在

创新相对水平上名列前茅，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沿海地区则位

列第二梯队，而在创新产出绝对量上相对落后的安徽、湖北、广西和陕西等

地也加入了第二梯队，创新相对水平最低的省份仍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黄河中游的山西、内蒙古以及河北、云南、海南等省。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的创新相对水平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图２趋

势相同的是，先期创新相对水平越高的地区创新增长速度也更快，先期创新

相对水平越低的地区创新发展速度也越慢，因此随着时间发展，创新相对水

平的地区差异也在逐渐扩大。

四、知识外部性、企业竞争与地区产业创新

（一）计量模型设定

９ 与以往的模型相比，在验证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时，我们分别设计了产业多样性和互补性指数，综合考虑了产

业多样性和产业间互补关联强度对创新的影响，并且在设计互补性指数时融入了投入产出思想来测度产

业关联权重；此外，我们也考虑了回归函数的其他形式，如“水平值—水平值”、“对数—水平值”、“水平

值—对数”模型，但结果不太理想，最终选择了“对数—对数”形式的线性模型。
１０ 以往文献大多将地区规模视为重要控制变量，例如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１９９９）、ＢａｐｔｉｓｔａａｎｄＳｗａｎｎ
（１９９８）等，本文结合中国的特有国情，还增加了对地区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控制。

　　基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与Ｊａｃｏｂｓ等人的外部性思想理论，并借鉴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以及ＰａｃｉａｎｄＵｓａｉ（１９９９）等人的实证计量模型，我们构

建外部性和企业竞争对创新影响的计量方程如下９：

Ｌｎ（ＩＮＶ犻，犼，狋）＝犆＋α１·Ｌｎ（ＭＡＲ犻，犼，狋）＋α２·Ｌｎ（ＤＩＶ犻，犼，狋）

＋α３·Ｌｎ（ＪＡＣ犻，犼，狋）＋α４·Ｌｎ（ＣＯＭ犻，犼，狋）

＋β·Ｌｎ（犡犼，狋）＋η·（Ｌｎ犡犼，狋）
２
＋犪犻，犼＋μ犻，犼，狋， （１）

其中，下标犻表示产业，犼表示省市地区，狋表示年份 （以下同）；ＩＮＶ是被解

释变量，即新产品产值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用来衡量各地区各制造业的相

对创新产出水平；ＭＡＲ、ＤＩＶ和ＪＡＣ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反映知识外部性的解

释变量，分别表示各地区各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产业互补性程度以及产业多

样化程度；ＣＯＭ是我们关注的反映地区企业竞争程度的解释变量；犡犼，狋表示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规模 （ＰＥＰＬ）、人力资本水平 （ＥＤＵ）以及外商直

接投资 （ＦＤＩ）等１０；（Ｌｎ犡，犼，狋）
２代表控制变量的平方项，用以考察控制变量

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Ｕ型关系。α、β和η分别代表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犪犻，犼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μ犻，犼，狋是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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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产业创新过程对基础研究的依赖性和创新的累积性特征，创新产

出的当前水平可能会依赖其前期的创新成果，因此，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型

的设定偏误，我们通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动

态模型的优点还在于，若模型中某些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可以通过动态面

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消除内生性偏误，从而获得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

计１１。依据伍德里奇 （２００３）的动态不可观测效应模型，我们最终设立如下动

态自回归模型：

Ｌｎ（ＩＮＶ犻，犼，狋）＝犆＋ρ１Ｌｎ（ＩＮＶ犻，犼，狋－１）＋α１·Ｌｎ（ＭＡＲ犻，犼，狋）＋α２·Ｌｎ（ＤＩＶ犻，犼，狋）

＋α３·Ｌｎ（ＪＡＣ犻，犼，狋）＋α４·Ｌｎ（ＣＯＭ犻，犼，狋）＋β·Ｌｎ（犡犼，狋）

＋η·（Ｌｎ犡犼，狋）
２
＋犪犻，犼＋μ犻，犼，狋， （２）

其中，Ｌｎ（ＩＮＶ犻，犼，狋－１）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ρ１是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对当期因

变量的影响系数。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１１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对于动态面板估计所适用的情形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１）时间较短而截面较大的

面板数据；（２）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函数关系；（３）因变量依赖于其过去的水平；（４）包含非严

格外生的解释变量；（５）存在非观测的固定效应等。
１２ 《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编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基础数据库，二者在统计

口径上高度一致。

　　１．变量测度及其数据来源

（１）创新 （ＩＮＶ）。采用各省市地区二位数工业行业实际新产品产值占该

地区该行业实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量。其中，新产品产值、生产总值均来

自对 《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数据的加总整理。

（２）专业化指数 （ＭＡＲ）。采用Ｇｌａｓ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关于地区专业化指

数的测度方法，计算公式为

ＭＡＲ犻，犼，狋＝
ＶＡ犻，犼／ＶＡ犼
ＶＡ犻，狀／ＶＡ狀

＝
犼地区犻产业增加值／犼地区制造业总增加值
全国犻产业增加值／全国制造业总增加值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地区就业人口的统计

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当地就业人口，与Ｇｌａｓ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采用就业人口

来计算 ＭＡＲ专业化指数不同，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计算专业化指数。该指

数越大表明该地区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因此若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则

说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此支持 ＭＡＲ外部性理论。

工业增加值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１２ （以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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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互补性指数 （ＤＩＶ）。互补性指数的测度方法与专业化指数相似，不

同的是，本文根据 《２００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１３，对每个样本产业，为其他产

业赋予代表该产业与样本产业关联强度的权重，用以反映产业之间互补程度

的差异。互补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ＤＩＶ犻，犼，狋＝

犽≠犻

狑犽·ＶＡ犽，（ ）犼 ／ＶＡ犼


犽≠犻

狑犽·ＶＡ犽，（ ）狀 ／ＶＡ狀

＝
犼地区犻产业的关联产业增加值加权和／犼地区制造业总增加值
全国犻产业的关联产业增加值加权和／全国制造业总增加值

，

其中狑犽表示权重 （权重的具体计算方法和最终权重表详见附录）。该指数越

大表明该地区内与该产业关联性强的产业比重越大，若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则说明区域内互补产业的增加有利于创新产出的提高。

１３ 从１９８７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开始，中国每逢２、逢７年份编制基本投入产出表，迄今为止，国家统

计局已编制了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由于本文研究的样本范围是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因此选择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作为分析依据。

（４）多样性指数 （ＪＡＣ）。借鉴Ｇｌａｓ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

（１９９５）的测度方法，我们使用 ＨＨＩ指数的倒数来衡量产业多样性，计算公

式为

ＪＡＣ犻，犼，狋 ＝

１／
犽≠犻

ＶＡ犽，犼
ＶＡ犼－ＶＡ犻，（ ）

犼

２

１／
犽≠犻

ＶＡ犽，狀
ＶＡ狀－ＶＡ犻，（ ）

狀

２ ＝
犼地区其他产业的ＨＨＩ指数的倒数
全国其他产业的ＨＨＩ指数的倒数

．

产业多样性指数越高，表明相对样本产业而言，地区内其他产业的分散程度

越大，区域内融合的差异化知识越丰富。若该变量系数为正，则说明区域内

产业的多样性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此，正的互补性指数和多样性指数

将分别从产业互补性和产业多样性的角度支持Ｊａｃｏｂｓ的外部性理论。

（５）竞争指数 （ＣＯＭ）。按照 Ｇｌａｓｓ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９２）、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Ａｕ

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等通行的度量方法，其测度公式为

ＣＯＭ犻，犼，狋 ＝
ＮＵ犻，犼／ＶＡ犻，犼
ＮＵ犻，狀／ＶＡ犻，狀

＝
犼地区犻产业企业数／犼地区犻产业增加值
全国犻产业企业数／全国犻产业增加值

．

该指数越高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单位增加值的企业数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大，

因此如果该指数大于１，则说明该地区该产业内的企业竞争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该变量系数为正则支持地区竞争有助于创新的论断，反之则支持地区垄

断有助于创新的观点。此处分地区分产业的企业数来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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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其他控制变量。地区规模 （ＰＥＰＬ）采用各地区人口数进行衡量，这

也是以往文献的通行做法，一般来说地区规模越大对创新的需求拉动越大，

越有利于推动区域产业创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ＥＤＵ）采用各地区大专及

以上人口占６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来度量。１４一般而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

高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思想的获得，但是也有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对创

新的促进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区域内人力资本达到一定规模、实现了知识交

流的良性互动，才能对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采用各地区

“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来表示。１５考

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外商资本对我国地区产业技术创新既可能存在技术

外溢效应，也可能产生竞争挤占作用，这在相当多的文献中有专门研究，例

如王红领等 （２００６）系统地将其总结为 “抑制论”、“促进论”和 “双刃剑论”

三种观点，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其中，各地区人口总数、

各地区大专及以上人口以及各地区６岁以上人口数均来自 《中国人口统计年

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各地区 “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工业总产值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１４ 关于人力资本测度，作者还尝试了其他测度方式。首先，我们借鉴刘海英等（２００４）的方法测度各地区

人均受教育年限。然而采用该测度方法的回归结果表明，该变量统计上极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对地区创新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综合性的加权指标也许掩盖了高教育程度人口对

创新的贡献。因此，作者分别测算了“各地区大专及以上人口占６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和“各地区高中

人口占６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两个指标，然后分别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大专以上人口对

地区创新存在Ｕ形影响效应，而高中人口对地区创新影响不显著。因此，最终我们采取了“各地区大专

及以上人口占６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１５ 这是测度ＦＤＩ较为通行的一种方法，例如王红领等（２００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三资”企业系

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简称，为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之和。此外，对于ＦＤＩ这个控制变量，作者也曾在“地区×产业”层面上，采用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

比重来度量，但是回归结果表明采用该测度方法，该变量系数统计上不显著。
１６ 由于国家统计局未统计２００４年度新产品产值，故没有包括该年度样本。

２．样本说明

本节基于以 “省份×产业”为观测单元的面板数据样本，考察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间全国各省制造业 ＭＡＲ外部性、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以及企业竞争对创新

产出的影响。基于制度的差异以及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没有选择香港、澳

门、台湾三个地区的样本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比较特殊，也未将西藏考虑

在内。此外，取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在某些截面样本上

存在缺失，本文也不予考虑，这些样本是：贵州石油加工业；贵州化学纤维

业；青海烟草加工业；青海化学纤维业；青海石油加工业；青海电子通信业；

内蒙古仪器仪表业；内蒙古化学纤维业；宁夏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宁夏化学

纤维业；云南化学纤维业。综上所述，剔除缺失和不予考虑的样本，本文的

回归样本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４除外１６）共８年３０个省市地区２１个工业行

业的面板数据，共计４９５２ （６１９×８）个。表１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摘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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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摘要统计
１７

ＩＮＶ（％） ＭＡＲ ＤＩＶ ＪＡＣ ＣＯＭ ＰＥＰＬ（万人） ＥＤＵ（％）ＦＤＩ（％）

均值 ９．４１０ １．００１ ０．９８０ ０．８５４ １．６７１ ４２８６．２９２ ５．９８５ １９．６５１

标准差 １２．５４８ １．０５０ ０．２２５ ０．９９１ ２．３０５ ２５５６．７４３ ４．４４５ １７．７４９

最小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１ ５１０．０００ ０．８６０ １．５６７

最大值 ９７．７８０ ２０．０８７ １．９０５ １７．４６５ ４７．４０２ ９６６７．０００ ３０．１３０ ６５．８０８

ｌｎ（ＩＮＶ）ｌｎ（ＭＡＲ）ｌｎ（ＤＩＶ） ｌｎ（ＪＡＣ）ｌｎ（ＣＯＭ） ｌｎ（ＰＥＰＬ） ｌｎ（ＥＤＵ） ｌｎ（ＦＤＩ）

均值 １．６５１ －０．４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４１２ ０．２２２ ８．１２８ １．６１５ ２．５７１

标准差 １．２２５ １．０２１ ０．２８８ ０．６１７ ０．６７４ ０．７６４ ０．５５２ ０．９３８

最小值 ０ －６．９０８ －１．６８２ －２．４７７ －３．１９４ ６．２３４ －０．１５１ ０．４４９

最大值 ４．５９０ ３．０００ ０．６４４ ２．８６０ ３．８５９ ９．１７６ ３．４０６ ４．１８７

（三）估计方法及结果分析

１７ 由于某些样本的新产品产值为０，为了避免出现零对数情况，我们对所有样本的新产品产值进行了加１
处理，对这种处理方式可参见伍德里奇在《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１７８页的说明。
１８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ｖｅｒ（１９９５）以及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ａｎｄＢｏｎｄ（１９９８）等通过进一步研究，在ＤＩＦＧＭＭ 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ＳＹＳＧＭＭ估计方法，该方法结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又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

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相对来说，ＳＹＳＧＭＭ估计量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但是，这种有效性

的前提条件是ＳＹＳＧＭＭ估计较差分 ＧＭＭ 估计所新增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由于本文运用ＳＹＳ

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时，新增工具变量未通过有效性检验，因此本文未采用该方法进行估计。

　　１．估计方法

本文模型 （２）是含有不可观测个体固定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类

模型中因变量的滞后项与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一定是相关的，从而导致

混合ＯＬＳ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都是有偏的 （伍德里奇，２００３；Ｒｏｏｄ

ｍａｎ，２００６）。一般而言，混合ＯＬＳ估计通常严重高估滞后项的系数 （Ｎｉｃｋ

ｅｌｌ，１９８１；Ｈｓｉａｏ，１９８６），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

（Ｂｏｎｄ，２００２），因此Ｂｏｎｄ指出，有效的估计值应当介于两者之间。为了获得

各解释变量的一致性估计，我们将运用由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ｎｄ （１９９１）提出的

一种广义差分矩估计方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ｓ，ＧＭＭ）来估计

（２）式，即ＤＩＦＧＭＭ 估计 （ｆｉｒ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ＧＭＭ）。ＤＩＦＧＭＭ 的基本思

路是先对 （２）式差分，然后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

的工具变量。１８ＧＭＭ 估计又可以分为一步和两步ＧＭＭ 估计。由于两步估计

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虽然这种偏倚经过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０５）调整后会减

小，但会导致两步ＧＭＭ估计量的近似渐近分布不可靠，因此，在经验应用

中通常使用一步ＧＭＭ （ｏｎｅｓｔｅｐＧＭＭ）估计量 （Ｂｏｎｄ，２００２）。有鉴于此，

本文将主要报告一步ＤＩＦＧＭＭ 的估计结果。并且，作为比较以判断ＧＭＭ

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也将分别给出混合ＯＬＳ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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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本结果和分析

我们首先对模型 （２）进行混合ＯＬＳ估计与固定效应估计，其计量结果

见表２的第二列和第三列。结果显示，因变量一阶滞后项 （ｌｎＩＮＶ－１）的估计

系数为０．７４２０与０．３９２９，因此，根据前文所述，该系数的一致估计量应当介

于二者之间。接着我们对 （２）式进行进一步的ＤＩＦＧＭＭ 估计，计量结果见

表２第四列。观察第四列，我们发现其因变量一阶滞后项 （ｌｎＩＮＶ－１）的估计

系数为０．５７７２，正好介乎０．７４２０与０．３９２９之间，处于可信的预期区间。其

次，结果显示专业化指数 （ｌｎＭＡＲ）、互补性指数 （ｌｎＤＩＶ）和多样性指数

（ｌｎＪＡＣ）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我们最初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然而

企业竞争指数 （ｌｎＣＯ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考虑到专业化指数

与企业竞争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０．６１５９），所以为了避

免共线性，我们在剔除其中一个变量的情况下分别进行了ＤＩＦＧＭＭ 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２第五、六列。我们发现，与最初的回归结果相比，专业化指

数与企业竞争指数回归系数的符号没有改变，但其显著性有了很大改进，而

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此外，我们对

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阶序列相关 （ＡＲ

（２））检验结果显示，所有ＤＩＦＧＭＭ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均不存在二阶序列相

关１９，表明我们所设立的模型是合理的；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表明回

归中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２０以上分析表明，第五、六列的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下面将基于这一结果进行分析。

１９ ＧＭＭ 估计要求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而一阶序列相关不影响ＧＭＭ 估计的有效性

（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
２０ 另一种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的方法是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它要求满足同方差性，而这往往很难成立

（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９）。Ｈａｓｅｎ检验则不要求满足同方差性，但是在两步的ＧＭＭ 中较易受到过量工具变量

的影响而弱化其检验的有效性，为此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９）指出 Ｈａｓｅｎ检验的狆值以０．２５为界来确定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

表２　知识外部性、地区竞争对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Ｖ）

解释变量 ＰＯＬＳ ＦＥ ＤＩＦＧＭＭ ＤＩＦＧＭＭ ＤＩＦＧＭＭ

ｌｎＩＮＶ－１ ０．７４２０

（４５．５８）
０．３９２９

（２１．９６）
０．５７７２

（１１．４２）
０．５７６７

（１１．９３）
０．５８９６

（１２．５５）

ｌｎＭＡＲ －０．０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１４３５

（３．９３）
０．２３８３

（２．５２）
０．３３３７

（３．４７）

ｌｎＤＩＶ －０．０１５０

（－０．３２）

０．３５３２

（２．２８）
０．６０１４

（２．１１）
０．５８４８

（２．１０）
０．７０１３

（２．５２）

ｌｎＪＡＣ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１９５４

（２．９４）
０．２９２１

（２．６２）
０．３１２９

（２．７５）
０．２９９８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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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Ｖ）

ｌｎＣＯＭ －０．２３２０

（－１．３１）

０．０１２０

（０．２９）

－０．０２３２

（－０．２３）

－０．１８４７

（－１．９）

ｌｎＰＥＰＬ ０．０２６２

（１．７８）
０．５７８９

（１．８０）
１．１８６０

（２．００）
１．０７６３

（１．９５）
１．２０８２

（２．０２）

ｌｎＥＤＵ －０．２６３９

（－２．２９）
－０．６２５６

（－３．５）
－０．５８０７

（－２．２３）
－０．６１８１

（－２．３１）
－０．５８５１

（－２．２９）

Ｓｑ（ｌｎＥＤＵ） ０．１７９１

（２．９５）
０．２４４２

（２．６９）
０．２１６５

（１．６９）
０．２３４５

（１．６８）
０．２３９２

（１．８１）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０９３

（－０．７５）

－０．０７２２

（－１．３５）

－０．２８８６

（－２．８６）
－０．２９８１

（－２．９６）
－０．２９３２

（－２．８３）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７１４ ３７１４ ２４７６ ２４７６ ２４７６

调整后的犚２ ０．８０６２ ０．３９６８

犉值 １０３０．４９ ４３．２１

ＡＲ（１）（狆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狆值）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０ ０．５４５

ＨａｎｓｅｎＴｅｓｔ（狆值） ０．３１０ ０．２９９ ０．３４２

　　注：本文所有估计采用软件Ｓｔａｔａ１０．０和“ｘｔａｂｏｎｄ２”程序（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完成。表示在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狋统计量。ＰＯＬＳ和ＦＥ

表示混合截面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ＤＩＦＧＭＭ表示一步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估计。在ＤＩＦＧＭＭ

回归中，我们将ｌｎＩＮＶ－１以及ｌｎＭＡＲ、ｌｎＤＩＶ、ｌｎＪＡＣ、ｌｎＥＤＵ、ｌｎＦＤＩ视为内生变量，将ｌｎＩＮＶ－２及其更高

阶的滞后作为ΔｌｎＩＮＶ－１的工具变量，将ｌｎＭＡＲ、ｌｎＤＩＶ、ｌｎＪＡＣ的滞后一阶和二阶，ｌｎＥＤＵ、ｌｎＦＤＩ的滞

后一至四阶分别作为其相应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年度虚拟变量以及其他变量的工具都是其自身。

模型估计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首先，我们的回归结果有力地支

持了 ＭＡＲ外部性理论。第五列回归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某产业的专业化指

数提高１％，会使该地区该产业创新产出占总产出的百分点提高０．３３％左右，

并且这种效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 ＭＡＲ外部性理论的预期完全一

致，表明隶属同一产业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有效地促进了该产业内

企业间的知识溢出，进而推动创新产出的提高。

其次，我们的回归结果也同时支持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结合表２第五、

六列的回归结果，产业互补性指数的回归系数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多样性指

数的回归系数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并且互补性指数每提高１％，

将带动创新产出百分点提高０．５８％左右；而多样性指数每提高１％，将带动

创新产出百分点提高０．３１％左右。这有力地验证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说明

同一地理空间内融合的产业越多样，越能激发不同知识个体之间的思维碰撞，

从而有利于产业创新；而与目标产业互补性强的产业越多，则越有利于互补

知识个体间的知识溢出，推动产业创新。从上述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我们发现产业互补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多样性和专业化对创新的促进

作用相对较小。粗略计算，互补性指数的回归系数约为多样性指数 （或专业

化指数）的两倍。概言之，不论是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集聚还是不同产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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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集中，由于企业彼此邻近，极大地便利了企业员工间面对面频繁的知

识交流与接触，特别为粘性知识的传播与吸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知识是创

新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集聚通过促进知识溢出，为创新带来了丰富的知

识供给，包括互补性知识、差异化知识以及竞争性知识等，并最终促进区域

内产业创新。

２１ 关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理论，国内外学者都有专门研究，例如Ｒｅｄｄｉｎｇ（１９９６），Ａｇｈ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８）以及郭玉清和杨栋（２００７），刘厚俊和刘正良（２００６），孙建和齐建国（２００９），杨俊等（２００７）等。值得

注意的是，与上述文献相比，由于人力资本并非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因此没有采取专门的研究方法

（如线性回归函数极值法等）来进行研究。

再次，我们的研究结论支持了 ＭＡＲ理论框架中关于地区垄断比地区竞

争更有利于产业创新的观点。表２第六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某产业

的竞争程度提高１％，将使该地区该产业的创新产出百分点下降约０．１８％。

这是因为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垄断力，能在很大程度上将技术外部性内部化，

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从而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

最后，其他控制变量对创新的影响也与现有大多数文献的理论预期基本

一致。地区规模对地区产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地人力资本水平对

创新存在Ｕ形影响效应，即存在一个 “门槛”值，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该值

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创新的影响为负，而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该值时，

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创新的影响变为正。依据回归结果计算出人力资本的 “门

槛”值约为１．３２ （表２第五列）或１．２２ （表２第六列），而样本中人力资本大

于１．３２的地区约占７４％，大于１．２２的地区约占８０％，因此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高于 “门槛”值之后对创新的积极推动效

用。为什么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会呈现门槛效应呢？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其原因可能在于落后地区的低人力资本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或者从知识

溢出的吸收能力角度，一个地区的企业要能够吸收其他企业的知识外溢，必

须达到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水平。２１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的影响在１％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负，若按照王红领等 （２００６）的观点划分，那么本文结论支持

了ＦＤＩ对我国地区创新的 “抑制论”观点，即ＦＤＩ的进入没有带来技术创新。

原因之一认为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差距太大，本国企业缺乏相应

的技术吸收能力 （Ｋｏｋｋｏ，１９９４），或者从人力资本配置结构角度，认为当人

力资本总量给定时，最终产品部门的高工资报酬将吸引人力资本从研发部门

转移到最终产品部门，使人力资本投资下降从而抑制新产品增长率，长期来

看外资进入会通过改变东道国人力资本配置结构，而对东道国创新不利 （Ｒｏ

ｍｅｒ，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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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利用我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３０个地区２１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

实证考察了区域内知识外部性、企业竞争对我国制造业区域产业创新的影

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改进了以往研究：其一，分别从

互补性和多样性两方面共同刻画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而不是像以往许多文献仅

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其二，使用新产品产值衡量创新产出，一定程度上综

合反映了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其三，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以克服

内生性问题，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到如下

结论。

首先，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地区差异无论以绝对量还

是相对量衡量都十分显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明显的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 “马太效应”。其次，在关于 ＭＡＲ外部性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争论

上，我们的研究发现 ＭＡＲ外部性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我国地区产业创新均具

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是二者对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中的产业

互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大，产业多样性与产业内的 ＭＡＲ外部性作用相对

较小。粗略来看，产业互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约为产业多样性或产业专业化

的两倍。最后，我们的研究结论还支持了 ＭＡＲ理论框架中关于区域内垄断

比竞争更有利于产业创新的观点。

上述结论带给我们如下重要启示，从推动地区创新的角度，不论是同一

产业内的企业集聚，还是不同产业间的企业邻近，都有助于提高当地创新产

出，其中尤以互补关联性强的产业集聚最为有力。因此积极鼓励各种形式自

发形成的产业集聚，或以政府为主导依据当地资源禀赋特点设立经济开发区、

工业园区等是促进区域产业创新的有效途径，如能成功引导强互补性的产业

集聚则更为有利。此外，区域内激烈竞争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通过提升

区域内企业集中度、推动企业创新合作或加强专利保护等措施将有助于增强

企业创新积极性。

附　录

１．权重计算方法

（１）根据 《２００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１２２个部门完全消耗系数表，比照 “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４７５４９４）”，将２１个二位数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进行分类

汇总。（由于该完全消耗系数表将食品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同归为一类，本文依据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４７５４９４）”第４２１页 “中国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

释”，将代码为１３０１９的部门归为食品制造业，产业代码为１４，而其他以１３开头的部门

都归为食品加工业，产业代码为１３。）从而得到２１个二位数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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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完全消耗系数犫犻，犼表示生产单位犼产业产品，对犻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量与间接消

耗量之和。矩阵的每一列犼（犼＝１，…，犼－１，犼＋１，…，２１）表示生产单位犼产品对其他产业的

完全消耗量，即反映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关系，而每一行犻（犻＝１，…，犻－１，犻＋１，…，

２１）则表示生产其他产业产品对犻产业的完全需求量，即反映犻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供给

关系。

（２）首先计算权重狑′犻，犼 ＝
犫犻，犼


犻≠犼

犫犻，犼
，（犻，犼＝１，…，犻－１，犻＋１，…，２１），反映犼产业对犻产

业的需求关联强度；然后计算权重狑″犻，犼 ＝
犫犻，犼


犼≠犻

犫犻，犼
，（犻，犼＝１，…，犻－１，犻＋１，…，２１），反映犼

产业对犻产业的供给关联强度；最终权重狑犻，犼＝
狑′犻，犼＋狑″犻，犼

２
，综合反映了产业间需求和供给

的关联强度。２１产业最终关联权重见附表１、附表２。

附表１　产业关联权重表

产业

代码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２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３１

１３ — ０．２８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１４ ０．２６５ —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１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９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０

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５

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９ —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２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３ — ０．１９４ ０．２６ ０．１１２

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１ — ０．０１８

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２ —

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４

３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４

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８

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７

３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６

４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１

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９

４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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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产业关联权重表（续）

产业代码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４

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０

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２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７

２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５

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３２ — ０．０８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５

３３ ０．０５７ —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３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５ —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３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５ —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３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５ —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３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９ —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６

３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９ —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１

４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４ —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０

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７ — ０．０４３

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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